
整合与链合
＊

———法人团体在当代社区发展中的地位

冯　　　钢

　　Abstract:In modern market-society , community can' t be integrated following traditional

local rules , allocation-cooperation based on market-society makes people focus on the outside

world instead of their residential places.As the “ local loyalty” faded away ,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the corporations became the necessary supplement of the commu-

nity integration.It is a critical mechanism for soci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at its integration

and linkage(through agency)supplements each other.

＊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整合与链合:社区发展机制研究”课题成果之一。

　　

一

社区整合是当代社区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也是社区理论研究的一个难题。在传统

社会理论研究中 ,社区整合是指一个社区道德秩序的自然生成过程 ,社区成员在共同的信仰和

情感基础上 ,通过习惯 、习俗和自身传统 ,相互之间形成那种涂尔干所谓的“机械团结” ,也就是

那种面对面的 、建立在共享的规范秩序基础上的“社会整合”。在滕尼斯那里 ,对应的社会“共

同体”也是指这种自然生成的社区秩序和天生的和谐状态 ,它是建立在自然情感的一致性基础

上的 、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的生活方式 ,是一种具有亲密关系 ,守望相助 、极富人情味的生活

共同体。这种社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大多可以不借助社会其他成分的帮助而独立进行其自

身的再生产 ,即通过自身的手段(内部社会化)最终把下一代培养成与自己相似的成年人 ,从而

使社区结构及其文化以这种方式世代存续。作为传统社会的组成部分 ,这种社区只是它所组

成的更广泛的社会的一个较小的变异体 ,可以在更小的范围内做那个更大的单位 ,即社会能够

做的一切 。因此 ,这种社区具有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和忠诚感 。

然而 ,这种自然状态的社区整合在当代谋求经济发展的工业社会环境下 ,显然已经失去了

它赖以存在的各种条件。尤其是在现代都市 ,“经济事务主宰了大多数公民的生活 ,成千上万

的人把整个精力投入在工业领域和商业领域”(涂尔干 ,2000:16)。作为传统整合基础的那种

自然生成的道德秩序 ,在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效率预期面前再也无法保持它原先的那种自然和

谐。因此“在城市环境中 ,邻里关系正在失去其在更简单 、更原始的社会形态中所具有的重要

性” , “在那里 ,成千上万的人虽然居住生活近在咫尺 ,却连见面点头之交都没有 ,初级群体中的

那种亲密关系弱化了 ,依赖于这种关系的道德秩序慢慢地解体了”(Park , 1969 1916:91-

130)。那么 ,在这种现代市场社会环境下社区整合是否还有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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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体制改革之前 ,我国城市社区整合基本是由“单位制”来实现的 。当时 ,中国城市社

区中的整合与控制 ,主要是指社区政府代表国家利益和意志 ,根据国家所倡导的行为规范和价

值取向影响 、制约和整合城市中社会成员行为的社会过程和机制 。但在事实上 ,城市社区政府

从来没有直接地作用和影响其城市社会成员的行为 ,而往往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单位来实现

其整合和控制的(李汉林 ,1993)。中国的单位组织本质上是国家通过垄断社会资源 ,利用单位

进行再分配 ,从而实现社会整合和控制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在计划体制时代 ,由于社会资

源基本为国家所垄断 ,因而造成社会的弱化。但是客观上 ,单位制通过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 ,

进而对国家的高度依赖 ,也实现了中国城市社区对其成员高效率的整合和控制 。正是这样一

种建立在个人对国家(单位)高度依附关系基础上的社区整合 ,掩盖了现代社区整合最为关键

的问题———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的发展。

如今 ,理论界的一些学者在对单位制这种整合机制的分析中 ,往往将其核心定位在单位功

能的多元化特征上 ,从而把今天城市社区建设的中心问题限制在街道 —居委会体制如何承接

单位社会功能的外移问题上 ,使得社区发展的核心问题成了居住社区何以可能成为一个合格

的福利单位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社区发展问题的最大误区所在。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

制转轨的背景下 ,社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该由谁来承担社会功能 ,或者说 ,这个问题

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这个问题本身 。

回到前面的问题 。在现代分工社会中 ,以往传统社区的那种地域性忠诚在市场环境中几

乎没有了立足之地。在工业社会早期 ,家居与工作的分离就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条

件出现了。家庭逐渐失去了以往那种生活与生产相统一的性质 ,个人生活的很大部分都是在

家庭作用范围之外进行的 。因此 ,我们今天所谓的居住社区 ,作为职业人的住房所在地 ,已根

本无法唤起人们内心的情感和归属感。现代社会的“分工—合作”体系已经使得每一个职业人

的关注焦点移出地域限制而转向他所关心的外部世界 ,尽管他也许仍然居住在本地 ,但他已经

不再关心和纠缠于居住场所周围的事情 ,除非这些事情直接与他的利益相关(这也正是当今居

住社区关注的工作重点 ,如安全 、卫生 、邻里纠纷 ,等等)。比如今天我们的城市居民小区仅仅

是人们的居家所在 ,而居民的工作 、事业及其所关心的问题并不在他所居住的社区。一些社区

发展研究者还在他们的社区发展计划中 ,将社区所辖地域内的企事业单位也视为“资源共享”

的社区成员 ,如果这些单位的职工根本不是该社区的居民 ,社区又依据什么能“共享”这些单位

的资源? 事实上 ,作为社区建设主体的 ,只是一些边缘成分(离退休老人 、家庭妇女 、小孩 、下岗

职工),而不是社区居民中的活力成分 ,所谓由“单位人”变为“社区人” ,也只能指称那种由“在

职者”到“无业者”的变化过程 。

事实也许很残酷 ,但道理却很简单 , “分工 —合作”和市场发展并没有为自己限定地域边

界 ,它不会让人们的关注焦点仅仅停留在他的住房所在地。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仍局限于居住

地域来思考社区发展 ,那么城市的居住社区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被动的福利单位。在现代社

会中 ,游离于职业活动之外的社区建设不可能不处于一种剩余性或边缘化的境遇。

从今天城市社区发展的现状看 ,计划体制下“单位制”问题的实质并不只是单位组织以其

从国家获取的资源包揽职工福利的问题 ,而是单位成员被这种单位体制束缚而没有任何主动

性的问题 ,是社会因计划体制的控制而没能获得其自我发展能力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的

市场体制下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但是我们却至今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值得注意

的是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 ,政府改变其全能形象 ,企事业单位不再办社会 ,这一改革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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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会促使社会的自我发展 ,因为市民社会的发展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同步的。这种观点

实际上忽视了一个重要环节 ,即社会将从何处获得自身发展的机制。的确 ,单位的社会性功能

外移为社会的成长留出了可能的空间 ,但如果社会不能在政府体制之外获得它自身发展的有

效机制 ,那么 ,从单位组织外移出来的社会功能将成为这个弱小社会的沉重负担。目前 ,我国

城市社区建设碰到的基本问题结症就在于此 。如果弱社会因不堪重负转而再求助政府 ,那么

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就不得不重新动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 ,从而再度恢复到强

国家 、弱社会的老格局。

很显然 ,在市场社会中 ,随着社会各种功能的日益分化 ,职业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

重要。数以万计的流动人口抛开他们世代生活的传统社区涌入城市 ,无非就是来寻找一个职

业。而在城市中 ,无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 ,干部 、工人或是工程师 、商人 ,能够与我们产生最直

接关系 、并让我们感到兴奋的东西 ,都不是发生在我们居住的社区中的事情 。我们完全可能根

本意识不到这些事情的发生而继续过自己的日子。居民们已习惯于关起门来过日子 ,许多住

在同一栋楼或同一单元的居民互不相识 。社区居民也不愿像说“我是北京人”那样说“我是XX

(小区)人” ,而只会非常限定地说“我住在 XX小区” 。他们对居住社区并没有认同感或归属

感。这样的城市社区若真想在职业生活之外构筑一个都市中的村落 ,显然也是困难的 。社会

团结说到底 ,还是要以人们之间的情感为基础 ,只有那些通过相互联系的个人之间的作用和反

作用所带来的情感 ,才是惟一真实地源于个人感受的情感。在市场社会中 ,这种情感只有在职

业生活中才能产生 ,只有职业活动才能为我们提供这种相互联系的个人之间的互动 。因此 ,职

业团体或法人团体(corporation)已成为现代城市社区发展机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涂尔干在

讨论职业团体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时 ,强调了它比其他团体更具优势的特点:“第一 ,职业团体

到处都存在;第二 ,职业团体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起作用;第三 ,职业团体的力量渗透于生活的

每一部分”(涂尔干 ,1988 1951:331)。

法人团体之所以能在现代市场社会中担当起社会整合的作用 ,是由于它的一个基本特性 ,

即它的“中介”性质决定的 ,也就是说 ,它在各种功能组织 、社会成分和利益群体之间可以起到

“链合”(linkage)的作用。职业群体为其成员提供的不仅仅是分享了一种职业生活 ,也不只是

为其成员提供一种新的 、为适应市场社会而确立起来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为现代市场社

会的有效运作 ,建构了一种能够适应普遍交往的“一般化了的主体”(universalized subject)。换

言之 ,这是一种韦伯意义上的“职业人” ,相对于传统社区的成员来说 ,这是一种经过“外部社会

化”了的 、并不需要依赖任何特殊语境即能无障碍地相互沟通的主体 。

法人团体的意义 ,不仅在于每个作为法人或契约当事人(法律人),雇主 、雇工(经济人)或

权利载体(政治人)的群体成员共同组成了社会基本单位 ,并从中获得了相互认同和沟通的关

系纽带 ,而且也在于这种组合在各式各样的职业中确立了职业伦理和法律准则 ,为行动反思 、

价值和信任建立了一整套公共制度和社会精神 ,使每个社会成员成为完整的社会人。他们的

安身立命之本并不仅仅是利益和权利 ,因为他们归根结底应是一个道德实体;只有这样 ,契约

和市场才能找到有效运转的深层基础(渠敬东 ,1999)。

二

与城市社区结构不同 ,中国农村在计划体制下 , “集体”就是法定的中介组织 ,在“国家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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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个人”三者关系中 ,被赋予一种联系国家与农民个人的合法地位。当然 ,在当时这只是一种

形式上的地位。然而 ,在农村经济改革中 ,一些地区积极合理地运用了这种“村集体”资源 ,创

造出了所谓“超级村庄”的业绩(折晓叶 、陈婴婴 ,2000)。在工业进村以及农村的市场化和城镇

化发展过程中 ,这些超级村庄基本实现了“非农化” ,但是村落社区并没有受到削弱和破坏 ,相

反却加强和培育了它们。“村社区的聚居方式不仅没有解体 ,反而因市场引起的开放和工业聚

集引起的聚合变得更为完备;村庄的企业并不完全遵循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社区发展目标

虽然阻止了企业向城镇的集中 ,但却有效地刺激了它自身发展`极化' 的过程 ,村庄反而成为了

地方新的发展中心”(折晓叶 、陈婴婴 ,2000:367)。这种在村集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村落社区

工业之所以能够包容社区发展目标 ,甚至把社区发展始终作为终极目标 ,显然是与“离土不离

乡”的小城镇发展原则有着密切关联的 。这与都市中那种与职业生活截然分离的居住社区形

成了鲜明的反差 。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超级村庄所具有的中介性质:不仅仅是把“非农社

会经济区”变成了城乡之间的中介 ,更重要的是村集体以“准政府”形式 ,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人

之间的中介。

社区经济发展要求与社区以边界封闭为前提的整合之间的矛盾 ,是传统社区发展面临的

一个重要问题。自然生成的社区整合是以它在空间上和心理上的边界封闭为前提的 ,这种封

闭既保证了社区整体对其共同利益的控制和成员共享 ,同时也限制了社区经济发展 ,尤其是成

员个体(通过摆脱群体束缚)自主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是说 ,在这种封闭状态下 ,不存在普遍共

享的社会道德规范 ,人们的行为规范是由这个有限社区的道德控制的 ,它用以强化联系的力量

恰恰封闭了个人关系 。一旦因市场的需要出现了与社区之外的贸易往来 ,原有社区边界就会

发生断裂 ,结果就会出现像齐美尔所说的“那些为出口而生产和为内部消费而生产的团体之间

出现具有本质区别的发展” 。因为 ,超越社区边界的贸易造成了社群边界的断裂 ,原先整合的

社区中自然也就滋生了外来的因素 ,而任何因自身而存在的因素与其他因素结合时都趋向于

产生相反的结果 。显然 ,超越社区边界的发展与社区传统整合的基础并不一致 ,传统整合在社

区内为其成员提供的需求满足并不能被他带出社区边界之外 ,而社区成员在跨越社区边界的

发展中所需要的又是另一种与传统相左的关系基础 。换言之 ,传统社区整合首先强调的是社

区范围内“共同价值观要素”对成员行为的规范作用和控制作用;但是正如这种“共同价值观”

实际上总是限于一定的地域范围一样 ,它对人们行为的规范效力也无法超越这个地域的边界 。

因此 ,超越社区边界的发展也需要一种与传统社区原则不同的新的基础。

然而 ,这种新的基础是否可能从传统社区内部发展起来呢? 它是否可能在社区范围内通

过发展社区成员共同的职业生活建立起来呢 ?当年涂尔干曾就此进行过探讨 ,在他看来 ,法人

团体(职业团体)最初就是按照家族群体模式塑造出来的。只要家族集团的成员还没有“离乡

背井” ,其经济活动还没有完全超出家族集团的范围 ,那么这样的家族本身实际上也就扮演了

一个职业群体的角色 。“法人团体最先是以家族形式来承担这一功能的 ,但一旦这样的形式不

再行之有效 ,它就替代了家族”(涂尔干 ,2000 1902:29-30)。超级村庄的实践正好验证了这一

结论 。通过把工业引入村庄 ,根据“离土不离乡”的原则 ,在“地缘”关系基础上建立起“业缘”关

系 ,并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 ,日益扩大业缘关系 , “把村庄与跨城乡 、跨区域 、跨行业 、跨所有制

关系 、跨行政区划乃至跨国的企业 、公司和各类组织联结起来 ,打破了城乡 、̀ 条块' 、所有制乃

至国别的界限”(折晓叶 、陈婴婴 ,2000:66-67)。这种“地缘”与“业缘”并存 、“社区人”与“职业

人”交织 、“村集体”与“职业群体”同构的局面 ,形成了“非城非乡” 、“亦城亦乡”的中间状态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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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农村社区发展的一道独特景观。

虽然这些超级村庄成为了行政村 ,它也只是一级群众性的自治基层政权组织 ,但在村组织

基础上发育的一些机构却已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准地方政府”的结构和职能 ,成为一个代表

公共利益的 、职能多元化的社会机构 。这些超级村庄的村组织一般都具有下述方面的自治职

能:第一 ,制定社区政策 ,实施经济发展目标 ,规划和建设社区公共事业;第二 ,有专门机构负责

民事调解和治安保卫;第三 ,村财政具有向村政事业拨款和为企业扩大再生产融资的能力;第

四 ,推行社区协调 、平衡和公平政策;第五 ,制定社区福利和保障政策;第六 ,为村民创造充分的

就业机会 。因此 ,超级村庄的村组织便具有了作为国家与农民之间中介组织的特征 。一方面 ,

作为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中介 ,村集体承担着诸如替代农民上缴国家税赋和地方税费 、替代农

民与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打交道等义务;另一方面 ,村集体也是农民集体向国家争取体制资源

的中间桥梁(折晓叶 、陈婴婴 ,2000:63-64 、70-72)。

当然 ,村落社区与职业群体的同构 ,正如涂尔干曾指出的那样 ,只是法人团体发展过程中

的一个阶段性结果。因为这种法人团体毕竟受地域的限制 ,村落社区在社会结构和文化上仍

然保留着相当程度的封闭性。

从现象来看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乡村工业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原则与社区发展原则的

矛盾 。其实无论是城镇邻里或是村落 ,社区都意味着由其自身形成的 、人们共同提供集体物品

的 、自愿的 、面对面的相互作用 ,也就是说 ,是一种互惠关系 ,这种关系往往只限于直接从集体

努力中受益的人 。只要没有从外部施加的限制 ,封闭的社区关系都会自动获得这类方式来处

理人与人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所产生的问题和机会。现代企业发展主要根据市场原则来进行 ,

它最终总是要突破这种封闭性质。村落社区的集体制在工业进村的初期 ,作为一种可资利用

的社会资源 ,曾经是村办工业得以成功的合作前提和有利条件。正是这种集体制在村落社区

工业化进程中使得村落工业也渐渐“社区化”了。例如 ,企业注重村民的永久性就业 、平均福利

增长 、社区公益建设 ,似乎企业成了社区发展的供血机 。但是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 ,即

使是村落集体经济 ,也愈来愈被置于激烈竞争的环境之中;以往那种“工业社区化”的做法也愈

来愈显现出它与市场原则 、效益原则格格不入的方面。

正是这些问题的出现 ,使得一些学者由此联想到计划体制下的“单位制”在城市社区整合

中的问题 ,从而把农村这种新的社区实践看成是类似于城市单位的“村落单位化”趋势(李汉

林 ,1993;毛丹 ,2000),把这类建立在村落社区集体基础上的乡村工业 ,理解为“单位现象”在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再现 。

的确 ,从表面上看 ,单位制的特点是个人全面依赖于单位组织;但实际上 ,这种依赖是以单

位组织对国家(政府)的依赖作为基础的 。单位制是建立在国家对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垄断这

一基础之上的 ,单位组织所占有的资源是国家所有的 ,可供单位自己支配的机会和利益来自政

府 ,因此单位必然单向依赖于国家这个惟一的所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传统的再分配经济

体制下 ,单位组织是国家分配社会资源 、进行社会整合 、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或机制。与当前

农村的村落社区集体经济相比较 ,虽然社区成员也存在着对社区经济的依赖 ,但村落并不依赖

于国家 。村落社区可供自己支配的资源和利益也非来源于政府 。换言之 ,村落社区既不是国

家分配社会资源的手段 ,也不是政府控制社会的形式 ,超级村庄的社区整合是建立在村庄自治

的基础之上的 。同样 ,就村落经济企业内部效率问题而言 ,也与单位组织的效率问题大相径

庭。单位组织的低效率并不只是在于单位组织“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保障 ,而是在于单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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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所占有的资源和利益是国家分配的。单位组织所能占有和支配的资源多少 ,取决于它在国

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 ,以及单位组织在贯彻意识形态和实现国家政治目标方面的作用 ,因此与

单位的效率并无直接关系 。单位组织的福利分配只是因其需要更多的非投入性资源而更加强

了单位对国家体制的依赖 。当前村落社区经济如果存在效率问题 ,那也完全不同于城市单位

组织 。村落社区经济的资源获取主要依赖于市场(及部分体制资源),因此与效率直接联系在

一起。如果说村落社区经济的社区发展原则对企业效率存在着影响 ,那也只是在企业的理性

化程度与合作基础重要性程度的比较上。而影响这种比较的一个重要因素恰恰在于制度环

境 ,即企业外部环境中的市场化程度与再分配经济的比重 。同时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市场并

非万能 ,尤其对于社区内在的共有资源和公共物品之类的关系 ,市场是无法加以有效说明的 。

对此 ,正是社区的互惠原则在解决此类问题上显现出来的优越性 ,使得它在作为乡村工业基础

这一点上不同于其他企业 。因此 ,村落社区经济在社会关系和体制上的封闭性 ,不应该以“单

位化”来解释 ,相反 ,它应被视为对外部制度环境作用的反应 。

封闭性的组织是任何一个群体在竞争环境中保护或提高其经济及社会生活水准的最常用

方式 ,是群体围绕其自身利益而展开的捍卫某种“投资—收益”的行动。当竞争者的数量随着

利益范围而增加时 ,参与者便对抑制竞争产生了兴趣。这时 ,通常一个竞争者群体便明确或潜

在地具有了与另一个群体相识别的外在特征———种族 ,语言 ,宗教 ,地位或社会出身 ,世袭 ,居

住地 ,等等 ———作为他们进行排斥对手的借口 。这种联合行动的竞争者由此表现为一个针对

外来者的“利益群体” ,其不断增强的趋势是建立某种具有理性规则的团体 。因此 ,这种所谓的

封闭 ,乃是一种不断重复出现的过程 ,它是社会结构形成和变化的基本前提 。如果说有某种力

量可以抵消这种封闭带来的影响 ,那这恰恰是法人团体的不断发展。

三

当计划体制下的行政整合模式开始分化时 ,人们就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国家不能依

靠行政手段来控制社会的每一个人 ,那么 ,在“分工 —合作”的市场社会条件下 ,究竟还有什么

力量能起凝聚作用 ,从而把整个社会重新整合起来呢? “社区发展”是将社会控制下移到一个

个自治社区手中的“分权方案” ,其目标是通过社会基层组织的自治 ,来调整政府与民间的关

系 ,进而实现社会整合的转型 。目前看来这种预期并未达到 。原因也许很多 ,但从根本上说 ,

还是对现代社会整合基础的认识不足。如今我国城市的居住社区基本还是以计划体制时期的

“街居体制”来规划的 ,社区的管理理念也沿袭了居委会 、家委会的基本思路 ,虽然加强了服务

意识 ,但实质上仍然是外部控制 ,并没有给社会自我发展留出多大的余地。这当然不是我们社

区工作者 、管理者的主观意愿 ,而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途径 。如果说

存在着一种力量 ,它能使各个分散了的权力仍然具有相互间的凝聚作用 ,那么这种力量必然是

由分散的各个部分的功能整合而成的整体;如果说这个整体是我们今天的分工社会 ,那么各个

分有权力的组成部分就应该是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各种职业。所以 ,涂尔干说:“惟一能使社区

生活中心成倍增加而又不削弱国家统一的权力分散是`职业权力分散' (occupational decentrali-

zation)。”(涂尔干 ,1988 1951:344)因此 ,由每一个作为职业人的群体成员共同组成的法人团体

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 ,也是社会自我管理 、自主发展的基础所在 。社区发展的主体既不是

政府也不是单个的居民 ,而是作为中介组织的法人团体 ,社区建设的主要工作都应由它们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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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因为“职业团体与现实更加接近 ,对现实有更直接的 、更频繁的接触 ,能洞察事物的细微之

处。而且它们也有足够的自主权 ,能够重视事物的多样性 。所以 ,主持保险公司 、慈善事业和

养老金等机构的重任就落在它们肩上 ,因为保险公司及各类慈善机构的必要性为众多好心人

所知 ,我们不放心把它们交给国家来管理 ,国家已经是太庞大 、太笨拙了”(涂尔干 ,1988 1951:

333)。

我们不是说“道德整合”在今天已经不起作用了 ,这也绝不意味着每一个居住小区都有可

能产生它自己的道德环境 。适应于现代市场社会的道德整合并不像以往那样把共享的规范秩

序视为建立社会整合的惟一途径。这不仅因为现代社会很难再找到像传统社会中那种一致性

的规范整合机制 ,而且 ,各种价值如同韦伯所谓的“诸神复活” ,再也不可能具有一种共享的道

德观 。每一个体能够与所有其他人共享的 ,只是每个人都分享了的“人性” 。如同涂尔干所言:

社会并非以纯粹外在的形式独立作用于个体 ,其整体形式产生于个体构成的群体 ,并内化成为

个体存在的基本因素。因此 ,人性的实质是社会 ,个人是在社会团结中实现了他对人性的分

享。社会(而不是“上帝”)是惟一的道德实在 ,也是惟一的道德源泉(涂尔干 ,2001 1973:71)。

以“分工—合作”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并不必然导致道德沦丧或社会团结的崩溃 。相

反 ,它是一种使社会各个部分(通过“分工 —合作”)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新的社会团结 ,即“有机

团结”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写道:“有人总喜欢把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社会与以合作为

基础的社会对立起来看 ,认为前者具有一种道德特征 ,后者只是一种经济群体 ,这是大错特错

的。实际上任何合作都有其固有的道德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在现代社会里 ,这种道德还没

有发展到我们所需要的程度。”(涂尔干 ,2000 1902:185)这是因为 ,一方面 ,分工使得每一个体

对自己依赖于社会合作的境况更具强烈的感觉 ,因而更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社会整体的一部

分;另一方面 ,分工更使得社会各部分的功能都能彼此充分地联系在一起 ,形成现代社会整合

的物质基础。用现代社会理论术语来说 ,即相对于“社会整合”的“系统整合”(洛克伍德 ,

1997)。进一步说 ,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已经不再表现为那些意识相似的 、不具备自身固有特性

的个体之间共同混杂的集体类型 ,而是直接呈现出分化为各种职能的部分之间有机的功能互

赖 ,即社会有机体的性质 ,从而体现为“一种特殊的主体”。因此 ,社会是个人之外惟一的精神

实体 ,涂尔干甚至认为它有不同于个体的 、属于它自己的思维方式 、感觉方式和行动方式(涂尔

干 ,2001 1973:66)。于是 ,社会的这种主体性便更明显地确立了它对个体的优先地位 , “只有社

会才能直接地和整体地 ,或者通过它的某个机构产生约束作用 ,因为社会是惟一胜过个体的精

神力量 ,个体必须承认社会的优先地位”(Durkheim , 1951:249)。换句话说 ,除了由个人联合形

成的群体 ,即社会 ,就不再有任何外在于或超越于个人的东西了 。社会 ,在这里取代了宗教整

合中“上帝”的位置 ,成为惟一可能的道德目标 。这也正是现代社会道德整合的基础所在 。

涂尔干将这种道德基础置于由分工而形成的“职业团体”中 ,因为他并不认为现代社会这

种功能之间的相互适应就会自动产生一种行为模式 ,职业群体也不会自然地都成为有自己特

点的道德个体 ,而是需要我们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去主动地促使其发展。因此 ,正是在“职业

人”的意义上 ,自我成为了道德实践的主体 ,即道德整合通过社会控制的内化作用使个体实行

自我控制 , “纪律精神”成为道德的第一要素(涂尔干 , 2001 1973)。埃利亚斯在探讨“文明化”

进程时 ,强调文明进程就是对情感实行纪律管制的过程 ,“文明发展的特点就在于更加严格 、更

加全面而又更加适度地控制情感”(埃利亚斯 , 1998 1976:43)。而推动这一进程的正是社会分

工合作。“凡是在竞争的压力下职能分工使得更多的人群相互依赖的地方 ,凡是在体力暴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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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独占化 ,使得一种没有冲动的合作成为可能与必要的地方 ,凡是在形成了对他人下几步的行

为与意图瞻前顾后的职能的地方 ,都会出现这种社会与个体的文明进程。对推动这种文明的

方式与程度起决定性作用的乃是相互依存的广度 ,职能分工的程度 ,以及职能内部的建构”(埃

利亚斯 ,1999 1976:268-269)。涂尔干在《自杀论》中也谈到 ,能够担负社会整合重任的是那种

“内部不存在过激行为”的团体 。在体现着现代分工特征的法人团体中 ,社会控制与个人自我

控制结合在一起 ,通过纪律精神 ,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一致的道德属性得到了显现 。因

此 ,正是在职业团体这种类似的中介组织中 ,适应现代市场社会的道德原则得到了发展 ,并以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整合”补充“系统整合”尚且无法达到的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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